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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的城乡相关数据，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等３个角度设计城乡协调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研究我国除台湾、香港、澳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 ３０个省（市、区）城乡协调度的动态演化过程。结果显示，
虽然全国整体城乡发展水平不高，各省（区、市）间城乡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有差异，但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间城乡协调度
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状态，表明城乡间差异在减小。其中，城市发展最大的优势是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方面，乡村发展

最大的优势是生态环境。最后根据城乡发展的现状，为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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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城市和农村这２类异质空间单元既相
互关联又相互独立［１］。在城乡要素配置与要素流

动的过程中，由于城市的特有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存

在，导致各种资源向城市聚集，城乡分割的状态由

此形成［２］。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调

整下，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乡分割、城乡对立、城

乡互动、以城带乡和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五大阶

段［３］。在过去７０年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减
小、扩大再到统筹协调发展的局面。

党的十九大提出最新论断，社会主要矛盾开始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

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

其中，城乡发展不均衡是重要体现，存在着城乡居

民收入水平差距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

等现象。现阶段是我国城乡关系走向融合发展的

关键时期，也是２０２０年建设全民小康社会的决战
期，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备受学界关注。结合学者

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已有研究，可以将其大致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１）从要素流动的视角解释了城乡
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提出

者刘易斯认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在于现代工业部门

和传统农业部门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城乡二元经

济结构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突出

矛盾，而且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

因［４］。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强调“扩散

效应”和“回波效应”的作用，用于解释地理二元经

济结构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此外，佩鲁的

“增长极”理论、赫希曼的“中心－外围”模型和弗里
得曼的空间极化发展理论均揭示了区域经济增长

中的不平衡规律，在城乡互动中城市起到了主导作

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资源要素的

“自上而下”的流动来发生的，强调了核心（增长极）

对外围的带动作用［５］。（２）主要探究城乡协调发展
的实现模式，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

论、拉格纳纳克斯的平衡发展战略、芒福德的城乡

发展观和麦基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６］。（３）
城乡协调水平的测度与区域差异的研究。张竟竟

等立足城乡系统内部结构发展，初步建立城乡协调

度模型，对城乡发展水平作出积极尝试［７］。顾鹏等

采用线性加权法测算江苏省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城乡协
调度，结果显示江苏省内城乡协调度不高，１０年间
总体上升但呈现波动变化［８］。钱文荣等运用聚类

分析等方法探讨我国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１０年间省级城
乡协调度的动态演变过程和空间分异规律。结果

显示，１０年间各省份的城乡协调度均有所上升，但
省域间差异明显且呈现出空间自相关［９］。黄禹铭

以东北３省为研究对象，构建城乡协调度评价体系，
并利用了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等方

法，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区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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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呈不断扩大的现象且空间集聚性明显［１］。

本研究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等３个
角度出发，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我国除台湾、香港、澳
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 ３０个省（市、区）城乡协调发
展水平进行系统测度，试图重新审视我国城乡发展

的时间演变特征，为我国各地区制定城乡发展政策

提供参考。

１　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１．１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社会对于城乡要素流动的需求促进原有的“城

乡二元结构”萌发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内生性诉

求。Ｌｏｎｇ等较早提出，城乡融合应该从经济一维向
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延伸［１０］；刘守英将城乡融合界

定成人口、土地和资本等３个要素的融合［１１］。周佳

宁等认为，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应实现人口 －空间 －
经济－社会－环境的五维融合，实质是五维和谐一
致，配置得当；纵观已有文献可以看出，城乡融合是

从异质二元结构转变为同质的一元结构的过程［１２］。

本研究结合前人已有研究所采用的指标［１２－１６］，

并基于科学性、全面性、可获得性、代表性等原则，

依照我国城乡协调发展进程的实际，确定从生产发

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等３个维度选取相关指标。
初次选取指标数量较多，涉及城乡子系统指标各１５
个，共有３０个。由于初选指标数量较多，同一部分
的指标易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且个别指标的数

据质量偏低，最终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见表１。

表１　城乡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城乡协调发展水平 城市子系统 生产发展 恩格尔系数（％）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城市居民人均二三产业产值（元）

人民生活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个）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元）

生态环境 人均道路面积（ｍ２／人）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ｍ２／人）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人均支出（元／人）

乡村子系统 生产发展 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农林牧渔业人均产值 （元）

人民生活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个）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元）

生态环境 人均道路面积（ｍ２／人）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ｍ２／人）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人均支出（元／人）

　　文中涉及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对于个别年份的缺失或奇异数据采用插值法

补齐，其中我国台湾、香港、澳门、西藏等地区数据

缺失过多不加入本研究分析。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熵值法　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体系由城市和
乡村２个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又由若干个细分

指标组成。指标单位和数值大小不一，为使其具有

可比性，需要确定指标的权重。主观赋权法和客观

赋权法是常用的２种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熵值法
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

信息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

权重的步骤一般如下：

１．２．１．１　矩阵标准化　设有ｍ个评价指标，ｎ个被
评价对象的评估问题［以下简称（ｍ，ｎ）评价问题］
的原始数据矩阵为Ｒ′＝（ｒｉｊ′）ｍｎ，对其进行标准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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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得到Ｒ＝（ｒｉｊ）ｍｎ，其中标准化公式为：

对于正向指标，ｒｉｊ＝
ｒｉｊ′－ｍｉｎ（ｒｉｊ′）

ｍａｘ（ｒｉｊ′）－ｍｉｎ（ｒｉｊ′）
； （１）

对于逆向指标，ｒｉｊ＝
ｍａｘ（ｒｉｊ′）－ｒｉｊ′

ｍａｘ（ｒｉｊ′）－ｍｉｎ（ｒｉｊ′）
。 （２）

１．２．１．２　熵　在（ｍ，ｎ）评价问题中，第 ｉ个评价指
标的熵定义为：

Ｈｉ＝－ｋ∑
ｎ

ｊ＝１
ｆｉｊｌｎｆｉｊ，ｉ＝１，２，…，ｍ。 （３）

式中：ｆｉｊ＝
ｒｉｊ

∑
ｎ

ｊ＝１
ｒｉｊ
，ｋ＝１ｌｎｎ。并假定ｆｉｊ＝０时，有ｆｉｊｌｎｆｉｊ＝

０。　
１．２．１．３　熵权　在（ｍ，ｎ）评价问题中，第 ｉ个指标
的熵权ｗｉ定义为：

ｗｉ＝
１－Ｈｉ
ｍ－∑

ｍ

ｉ＝１
Ｈｉ
（０≤ｗｉ≤１，∑

ｍ

ｉ＝１
ｗｉ＝１）。 （４）

　　由此，第ｊ个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为：

Ｆｊ＝∑
ｍ

ｉ＝１
ｒｉｊｗｉ。 （５）

１．２．２　城乡协调发展度模型　协调度是系统内各
要素在发展过程中的和谐一致的量化程度，杨士弘

在《城市生态环境学》中最先提出城乡协调发展度

模型［１７］。廖重斌对模型进行了推导证明，丰富了模

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１８］。模型如下：

首先计算出城乡发展指数间的协调系数（反映

城乡数值间的数学相关程度），计算方法为：

Ｃ＝ ｆ（Ｘ）ｇ（Ｙ）ｆ（Ｘ）＋ｇ（Ｙ）[ ]２{ }－２ ２

。 （６）

式中：ｆ（Ｘ）、ｇ（Ｙ）均由公式（５）计算可得，分别为城
市发展指数和乡村发展指数。Ｃ则为城乡发展协调
系数，在数学上，若ｆ（Ｘ）、ｇ（Ｙ）的离差越小，表明城
市和乡村的发展协调水平越好，那么就 Ｃ越大，０≤
Ｃ≤１。

协调系数Ｃ无法反映城乡整体的发展水平，即
发展水平的高低无法通过协调系数进行有效区分。

因此，引入协调度Ｄ，计算方法为：

Ｄ＝槡ＣＴ，Ｔ＝αｆ（Ｘ）＋βｇ（Ｙ）。 （７）
式中：Ｃ为城乡发展协调系数，Ｔ为城市与乡村的综
合评价指数，反映城乡整体的发展水平；ａ、ｂ为待定
参数，满足条件ａ＋ｂ＝１。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应
将城市、乡村的发展在同等地位上看待，故本研究

确定α＝β＝０．５。另参考以往研究［１１］，依据Ｄ值的
大小将城乡协调度分为９个等级（表２）。

表２　城乡协调度分类标准

协调度Ｄ 协调等级

（０，０．２］ 严重失调

（０．２，０．３］ 轻度失调

（０．３，０．４］ 中度失调

（０．４，０．５］ 濒临失调

（０．５，０．６］ 勉强协调

（０．６，０．７］ 初级协调

（０．７，０．８］ 中级协调

（０．８，０．９］ 良好协调

（０．９，１］ 优质协调

２　我国省（区、市）间城乡协调度的时序变化

２．１　城乡协调水平整体呈稳定增长
在过去的１０年间，我国３０个省（区、市）城乡

协调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的局面，但 ３０个省
（区、市）的整体城乡协调发展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我国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从０．３５上
升至０５９（图１），虽然水平上升显著，但迄今仍处
于勉强协调的阶段。从我国３０个省（区、市）城乡
协调发展水平的均值变化来看，研究时段内全国城

乡协调度稳步上升，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表３）。
说明近年来我国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完成了良好

的政策目标，一系列农业农村倾向政策有效地推动

了我国乡村发展，加快了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步伐。

２．２　城乡关系类型结构呈稳步协调
从图２可以看出，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我国３０个省

（区、市）城乡协调的结构类型演变过程分别以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为界，分成 ３个演化阶段。其中，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我国整体城乡协调水平较低，结构
的变化过程较缓慢。在此阶段，城乡协调类型的主

导类型为轻度失调，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连续３年轻度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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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我国城乡协调度

地区
协调度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北京市 ０．５６ ０．５８ ０．６２ ０．６４ ０．６７ ０．７２ ０．７０ ０．７４ ０．７３ ０．７４
天津市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５３ ０．５７ ０．６１ ０．５７ ０．５９ ０．６０ ０．６７ ０．６８
河北省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３６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５１ ０．５２

山西省 ０．３２ ０．３５ ０．３８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４４ ０．４７ ０．４９ ０．５１ ０．５２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４０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５７ ０．６０ ０．６１ ０．６３

辽宁省 ０．３６ ０．３９ ０．４３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５５ ０．５７ ０．５８
吉林省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４０ 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５１ ０．５２ ０．５５ ０．５５
黑龙江省 ０．３３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４３ ０．４５ ０．４８ ０．５１ ０．５３ ０．５４ ０．５７

上海市 ０．５７ ０．６０ ０．６３ ０．６５ ０．６５ ０．６７ ０．７０ ０．７２ ０．７６ ０．７８
江苏省 ０．４３ ０．５１ ０．５５ ０．６０ ０．６３ ０．６５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６９
浙江省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５３ ０．５５ ０．５８ ０．６０ ０．６３ ０．６５ ０．７２ ０．７３

安徽省 ０．３７ ０．３３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５０ ０．５５ ０．５６
福建省 ０．３８ ０．４２ ０．４９ ０．５３ ０．５７ ０．５８ ０．６２ ０．６２ ０．５９ ０．６１

江西省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５８ ０．６０
山东省 ０．４３ ０．４７ ０．５１ ０．５４ ０．５７ ０．６０ ０．６２ ０．６２ ０．６０ ０．６１
河南省 ０．３２ ０．３３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４４ ０．４７ ０．４９ ０．５７ ０．５９

湖北省 ０．３４ ０．３２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４６ ０．５２ ０．５４ ０．５７ ０．５９
湖南省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４４ ０．５１ ０．５４ ０．５７ ０．５９
广东省 ０．３５ ０．３８ ０．４０ ０．４４ ０．４８ ０．５１ ０．５３ ０．５６ ０．５８ ０．６０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２９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３９ 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５４ ０．５５
海南省 ０．３０ ０．３３ ０．４０ ０．４３ ０．４５ ０．４７ ０．５１ ０．５２ ０．５４ ０．５６

重庆市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３２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４３ ０．４６ ０．５１ ０．５３
四川省 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３２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４７ ０．４９ ０．５１
贵州省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３７ ０．４４ ０．４８ ０．５３ ０．５５

云南省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３０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４３ ０．４６ ０．５２ ０．５４
陕西省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３５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５４ ０．５５
甘肃省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３０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３９ ０．４３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４７

青海省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３８ ０．４０ ０．４３ ０．４７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４９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３１ ０．２７ ０．３３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４４ ０．５０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５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３３ ０．３７ ０．４４ ０．４７ ０．４８ ０．５０ ０．５４ ０．５５ ０．５６ ０．５７

调地区数量不变；严重失调的地区已于２０１１年全部
消失，中度失调地区数量由７个减至１个，所占比例
由２３．３％降至３．３％；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地区数
量有所增加，北京市、上海市率先成为初级协调地

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城乡协调类型结构演化有所提
速，主要表现为轻度失调地区的逐渐消失和勉强协

调地区的从无到有。在此期间城乡协调的主导类

型为濒临失调，其数量稳定在１５个左右；勉强协调
地区数量稳定增加，在 ３年间数量由 ６个增至 １２
个，所占比重翻了一番；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地区

数量增加缓慢，在 ２０１５年出现了逆发展的现象。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低协调水平地区数量演化加快，结构
的变化主要反映为勉强协调地区数量的增加和濒

临失调地区数量的减少。濒临失调地区数量由１２

个降至２个，占比从４０％骤降为６．７％；勉强协调地
区数量由１２个增加到２１个，所占比重由４０％增至
７０％；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的地区数量较稳定，城乡
协调的主导类型为勉强失调。

　　根据上述协调类型和时期的分类，比较３个时
期中每种城乡协调类型的数量和比例，不难发现：

虽然各阶段我国有个别省（区、市）城乡发展速度较

快，但整体看来发展速度比较一致；除了北京市在

２０１５年从中级协调回落至初级协调之外，各协调类
型中新增的地区都是从低水平协调阶段发展而来

的，没有出现跳级发展的现象。如贵州省为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年全国３０省（区、市）中唯一城乡严重失调的
地区，近１０年来增速较快，实现了对甘肃省、青海省
的赶超；２０１２年新增的濒临失调地区（山西省、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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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自治区、吉林省、湖北省、广东省、海南省）、勉强

协调地区（福建省）均为上一个阶段发展而来。

２．３　省（区、市）间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差异有所减小
根据本研究所计算的我国３０个省（区、市）的

城乡协调发展水平计算出省（区、市）间各年份协调

水平值的极差和标准差（图 ３），可以看出，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年期间，我国３０个省（区、市）城乡协调度的极
差和标准差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态势，表明我国城

乡协调水平的区域分异有所弱化。最根本的原因

还在于原城乡协调水平较高地区的发展速度下降，

而原城乡协调水平较低地区的发展提速。如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１０年间，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提升最
快的省份是贵州省，城乡协调值增长０．３９；城乡协
调发展水平提升最慢的省份是河北省，１０年间城乡
协调发展水平增加值仅为０．１７。综合看来，我国３０
个省（区、市）１０年间城乡协调演化过程并没有表现
出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反而出现了省（区、市）间

差距缩小的现象。

３　我国城乡系统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

虽然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我国城乡总体发展迅速，城
乡发展间的“缺口”在不断缩小，但是１０年间我国
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值仅有０．４９，反映出我国城乡协

调程度不够的事实，说明我国城乡发展水平之间仍

然存在明显差距。

为了解释城乡协调度的变动原因和子系统内

在组成部分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对本研究数据作下

列处理：对城乡发展各个指标的贡献率进行数学处

理，将相应的值用作子系统组成部分的权重，使其

总和为１，由此可计算出城乡各组成部分的发展水
平值（图４、图５）。城市、乡村子系统同分为生产发
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３个组成部分。

　　在城市子系统内，各部分的发展态势保持高度
的一致，其中生产发展、人民生活２个部分发展水平
差距极小，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较上述２个部分发
展水平偏低。不难看出，城市中生产的现代化、生

活的便利性都得到较快的发展，但是在人居生态环

境上还稍有不足，从而形成“两高一低”的态势。在

乡村子系统内，各组成部分的发展趋势也保持基本

一致。在子系统内部中，生态环境部分一直维持在

较高的水平，且增速明显快于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

等部分。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的演化走势高

度一致，但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仍然停留在

较低的水平，与城市生产生活的发展水平有着很大

的差距，影响了乡村整体的发展水平。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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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仍依靠着生态环境带

动，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等方面对乡村整体的贡献

率偏低，表明政策对乡村生产、生活的扶持力度还

不够大。城乡协调发展强调的是内部各方面的共

同发展，系统内部每一方面都对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关

部门不仅要保持好城乡现有的优势部门，更要把工

作重点放在城乡内部的发展缺口上。

４　结论与建议

城乡协调度是测度城乡协调水平的一个无量

纲数值，数值本身并不含有任何的实际意义。想要

挖掘出城乡协调评价指数内涵的相对意义，需要选

取不同地区或研究时段内的协调度作为参照，作出

对比分析。因此，本研究采用在测出城乡协调度后

采用了横向对比为主的方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我国３０省（区、市）城乡协调度
整体水平不高，出现稳步上升的态势，城乡间的发

展差距正在减小，但不可否认的是城乡间的差距仍

存在。在城市子系统内部，生产发展、人民生活２个
部分对影响城市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环

境方面起到的作用比较低，生态环境的发展较为劣

势；在乡村子系统内部，生态环境方面发展水平很

高，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发展水平较低，是造成城

乡差距的主要原因。

有鉴于此，对于我国下一阶段政策倾向提出以

下建议。

４．１　规范政府行为，加快城乡转型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是实现城乡协调发

展的重要保障。逐步改变传统的“政绩比赛”下的

官员考核机制，通过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建立和完善

地方政府规范化的约束机制。要发挥出地方政府对

城乡融合的正面推动作用，规范政府行为可以更好地

缓解政府的过度干预，促进要素资源有效配置。

４．２　保护生态环境，加大监管力度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我国许多城市的环境

污染、生态破坏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

态环境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关部

门应提高重视程度，加强环境保护力度，完善环境

治理法律法规，建立严格的企业环境管理监督机

制，从而有效地控制污染排放。对于已被污染的地

区及时进行生态修复，对高污染排放的企业进行关

停整改处理，结合城市特点有规划地增加绿化面积。

４．３　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农村内生动力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６０．６％，说明我

国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在农村地区。农村地区儿童、

老年人口比例较高，一方面要提高农村医疗水平，增

加医疗公共品在农村地区的供给，让儿童、老年人病

有所医，另一方面要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完善乡

村教育体制，增加教育资源在农村地区倾向性的分

配。推动促进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将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非农产业中，促进农村人

群收入水平提高。逐步废除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制

度，解除户籍制度对现行人口自由流动的约束，促进

城乡人口、资源、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和相互融合。

以统筹发展的视角看待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问

题，加大财政支出中对农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

投入比例，促进城市的福利面向乡村延伸。

总之以上建议的提出是希望各级政府在多方

面完善制度保障，在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失灵

领域及时发挥政府职能，如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收入再分配等方面。政府需要努力解决城乡在医

疗水平、教育水平、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不均衡问题，

将城乡２个系统看成整体统筹规划，推动城乡布局、
要素配置、三产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多方面

融合发展，破除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壁垒，建立更

适应当代发展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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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刘守英．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乡村定位的再认定［Ｊ］．中国乡村

发现，２０１７（６）：８－１２．

［１２］周佳宁，秦富仓，刘　佳，等．多维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

度、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９，２９

（９）：１６６－１７６．

［１３］王富喜，孙海燕，孙峰华．山东省城乡发展协调性空间差异分析

［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９，２９（３）：３２３－３２８．

［１４］何秀丽，程叶青，马延吉．东北粮食主产区城乡协调发展综合评

价———以长春市为例［Ｊ］．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０，３１（６）：７２４－

７２８．　

［１５］王　颖，孙平军，李诚固，等．２００３年以来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

展的时空演化［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８，３８（７）：５９－６６．

［１６］王艳飞，刘彦随，严　镔，等．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

响因素［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６，３６（１）：２０－２８．

［１７］杨士弘．城市生态环境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１４－

１１９．　

［１８］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Ｊ］．热带地理，１９９９，１９（２）：１７１－

１７７．　

季小霞，杨加猛．农村科技服务供给、农户资本因素与农户知识行为———来自江苏的实证分析［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２１，４９（９）：２３０－２３６．

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８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３０２．２０２１．０９．０４１

农村科技服务供给、农户资本因素与农户知识行为
———来自江苏的实证分析

季小霞，杨加猛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３７）

　　摘要：农村科技服务供给是农户科技知识的重要来源，加强农村新型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战略任务，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基于江苏省农业户口或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户主调查数

据，采用Ｄｏｕｂｌｅ－ｈｕｒｄｌｅ模型（ＤＨＭ），分析江苏农村科技服务供给和农户资本因素对农户学习及推广科技知识的影
响。结果表明，在科技服务供给方面，对科技服务人员的需求和拥有科技服务超市，分别显著影响农户科技知识的学

习意愿和推广态度；在农户资本因素方面，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是否愿意学习科技知识产生积极影响，受教育程度和

种植规模对农户推广科技知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务农收入对农户是否愿意学习和推广科技知识都具有显著正

向作用。据此，从提高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规模与质量、创新农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精准服务、提升农户科技知

识的实用性与便利性３个方面给出促进农户科技知识学习与推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科技服务；农业经营主体；农户资本；知识学习；Ｄｏｕｂｌｅ－ｈｕｒｄｌｅ模型；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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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三农”问题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按照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坚定实施科教兴国、乡村振兴

等重大战略，基本形成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

系。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三农问题，进一
步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培育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推广。

农村科技服务供给是农户科技知识的重要来

源，农村科技服务供给体系的完善对农村经营主体

的多元化发展有重要作用［１］。近年来，随着政府主

导型、企业主导型及农民组织主导型的单一型农村

科技服务体系的矛盾日益凸显，科研院校、农民合

作组织、龙头企业、科技园区、全科农技员等多元服

务主体开始参与到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中［２］。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合作社、农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服务示范站、科技扶

贫综合服务平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综合试验示

范基地、星创天地、星火技术密集区等建设模式不

断丰富［３－５］。江苏作为农业大省，在农村科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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